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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与理念的离合: 民国时期社会科学范式的多重歧异

阎书钦
( 天津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天津 300387)

［摘 要］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科学范式形成的关键期。民国学术界全面构建起包括社会科学基本概念、学科划分、研究
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目的等方面的系统研究范式。然而，民国学术界构建的社会科学范式呈现出学术话语与具体理念
相疏离的态势。在大家似乎一致的学科划分话语背后，却隐藏着各派论者之间相异的学术理念。大家受科学实证论影
响，均以社会现象的因果法则为社会科学研究对象，但各派论者对这种因果法则的认知却存在多重歧异。大家均肯定社
会科学的社会实践性，但各派论者对其社会实践性内涵的认知却各有偏重。诸种相异的学术理念，反衬出民国时期学院
派、国民党派、马克思主义派三种社会科学流派分立的大致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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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19世纪西方社会科学分科理念的形成，中
国学术界亦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将此种理念引入
国内。然而，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全面确立，则
在民国时期。民国学术界在全面引介西方学术范式
的同时，又对西方学术范式再行条理，初步构建起自

身的社会科学话语系统，并以此种话语系统研究中国

自身学术问题。这导致中国社会科学学术范式的构
建极其复杂，既表现在中国学术界所临欧美各国学术

的纷杂，亦表现在中国学术界对西方学术取舍倾向的

各异。
民国学术界学术倾向的各异落实在具体论述层

面，又突出表现为学院派论者、国民党派论者、马克思
主义派论者①理念的相异。虽各派论者均将社会科
学视作以近代科学实证方法对人类社会进行的研究，

但在此种话语背后，却隐藏着截然相异的学术理念。
造成此种学术态势的动因，既有单纯的学术研究因

素，亦掺杂着大量现实政治要素。目前，学术界尚乏
对民国时期社会科学话语及其背后隐藏的不同学术

理念的系统梳理。笔者不揣谫陋，试作分析，以求抛
砖引玉。

社会科学分科认知中的不同意趣

在社会科学分科问题上，民国学术界认知似乎颇

为一致。大家均认为，社会科学是以社会现象为研究
对象的科学，由于社会现象分为社会、政治、经济等诸
多方面，故社会科学包含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诸
分支学科。然而，在此种一般性认知的背后，以欧美
学术为蓝本的学院派论者、受欧美学术影响的国民党
派论者与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派

论者之间，却存在着相当的认知差异。
民国学术界在阐释分科问题的过程中，亦就社会

科学总体概念及各门社会科学间的关联性提出系统

看法。各派论者均将社会科学视作应用科学实证方
法研究人类社会现象的学问，将 19 世纪欧美广义社
会学概念视作社会科学概念的源起。孔德于 1830—
1842年在《实证哲学教程》中所言之“社会学”，意即
以科学实证方法对整体社会现象进行研究，与后人所

言“社会科学”同义。1933年，时任上海法政学院、暨
南大学教授的国民党籍政治学家杨幼炯即介绍，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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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概念的创立者是孔德，其在《实证哲学教程》中所
言“社会学”，“也可直接称做社会科学”［1］( P6)。马克
思主义派论者虽对孔德理论持批评态度，但对此种社

会科学概念的源起并未提出异议。此外，各派论者的
一大共识在于，均注重各门社会科学间的关联性，主

张对社会科学进行总体研究。诸学院派论者多对此
点作重点阐述。1928 年，中央大学教授郭任远分析，
各种社会现象间的关联性导致各门社会科学间的关

联性，“社会生活的现象本来是整个的、全体的。可
是，这种现象非常之纷繁，人们为便利研究起见，把社

会科学分做好几种。但是，这种分类最不合于初学，
因为恐怕初学者不能了解社会现象的全体性和整个

性的缘故”［2］( 《序》)。翌年，时任上海劳动大学经济系
主任的孙寒冰亦强调，专研一门固然重要，“可是，同
时对于各种社会科学之互相的关系，更应该加以充分

的认识，其重要尤十倍于专门的研究。近来许多青年
往往以为肄习了政治学或经济学，便该专门研究这一

门学问，而于其他有关系的各种社会科学仿佛看作无

关重要似的。这便是根本忽视社会科学连带性的重
要”［3］( 《例言》)。马克思主义派论者亦如是说。1933
年，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成员冯和法提醒大家，“无论
研究那种特殊的社会科学，必须注意到与其他社会科

学的连带关系”。社会科学研究者须具备多种素养，
“无论研究那种社会科学，对于其余的社会科学须有
相当的修养”。例如，“一个政治学家，不仅只知道政
治学便算完了，而且对于其余的科学，也须具有相当

的智识”［4］( P45—46)。显然，在时人看来，不仅应对各门
学科做专门研究，亦应研究各种社会现象间的相互关

系，发现各种社会现象的共同法则。
学院派与国民党派论者以美国分科理论为样板，

强调社会学的基础地位。他们在阐述社会科学分科
问题时，多以美国学术界论述为蓝本。中央大学社会
学教授孙本文于 1935 年通过综述美国学者白克马、
爱尔乌德、罗斯、派克、海逸史、乌格朋等的意见，认为
美国学者多主张社会科学大致包括社会学、经济学、
政治学、历史学、人类学、法理学、伦理学等七门学
科［5］( P33)。燕京大学教授李安宅亦于 1938 年介绍，美
国学术界于 1930 年代出版的 15 卷本《社会科学集
成》绪论，将“纯社会科学”分为政治学、经济学、法律
学、人类学、社会学、刑事学、社会工作以及历史学
等［6］( P269—280)。在学院派与国家党派论者眼中，社会
学在各门社会科学中具有特殊地位。他们多将社会
学视作研究一般社会现象的科学，而将政治学、经济
学等视作研究特殊社会现象的科学。1933年，杨幼炯
《社会科学发凡》将社会学视作研究普通社会现象的

科学，而将其他各门社会科学视作研究特殊社会现象

的科学，认为社会科学分为普通的( 社会学) 、特殊的
( 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伦理学、人文人类学、人文
地理学、社会心理学) 、应用的( 教育学、社会经济、社
会事业) 三类［1］( P11—12)。孙本文亦提出，以社会生活
的全般共通现象为研究对象者为社会学，以社会生活

的各部分特殊现象为研究对象者包括经济学、政治
学、法理学、伦理学、文化人类学( 或称民族学) 、社会
心理学［5］( P34)。
与学院派和国民党派论者凸显社会学的特殊地

位相反，马克思主义派论者却质疑社会学的独立性。
一些马克思主义论者虽承认社会学的存在，但多将之

视作唯物史观的代名词。1936 年，一度加入中共、脱
党后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著述的李平心即称:

“现在有人用‘新社会学’来当作史的唯物论的同义
语看待，如果我们不拘泥于字面上的意义，这名词是

可以通得过的。”［7］( P83) 另一些马克思主义论者则直
接否认社会学的存在。时任北平大学法学院教授的
陈豹隐于 1932年出版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所列
社会科学科目并无社会学。他解释，“一般所谓社会
学只为资本主义的学者所倡导”，“社会主义者”均
“否认社会学的存在，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都没
有提及社会学”。布哈林将唯物史观视作“无产阶级
的社会学”，“这也是错误的不彻底的主张”。这是因
为“社会学没有研究的内容”，社会心理研究属于社会
心理学而非社会学，经济现象、政治现象、教育现象等
“社会形式”研究应分属经济学、政治学、教育学等学
科，对各种社会现象的综合研究实为“社会科学概论
或社会诸科学”，对“社会发达史”的研究则“为唯物
史观或史的唯物论，也不必更立社会学的名

目”［8］( P40、175—176)。在上海博物馆任职、受马克思主义
影响的陈端志于 1934年出版的《现代社会科学讲话》
认同陈豹隐此论，亦认为“单纯的离开社会进化史的
社会学，据社会主义的学者看来，是不应该存在的。
一般所谓社会学，只为资本主义的学者所倡

导”［9］( P37)。
马克思主义论者在否认社会学独立性的同时，又

突出哲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并将意识形态学视作

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学科。在受美国影响的学院派
论者所列社会科学科目中极少哲学的身影，而马克思

主义派论者则将哲学纳入社会科学范畴。陈独秀于
1923年在评论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时即称，社会科学主
要包括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哲学。他解
释，其所言哲学立足科学立场，并不包括张君劢等所

言“形而上学”哲学，“这里所指是实验主义的及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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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观的人生哲学，不是指本体论、宇宙论的玄学，即所
谓形而上的哲学”［10］( 《序》)。出于强调哲学的科学性，
马克思主义论者进而将哲学视作高于各门社会科学

的方法论学科。1936年，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经济系主
任沈志远申明，哲学是研究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等
一切现象的“总法则”，社会科学受“领导人类一切知
识部门”的哲学的指导，“社会科学跟一切其他的知识
部门有着一个共同的哲学基础”［11］( P5—6)。同时，一些
马克思主义论者又提出，意识形态学亦为独立的社会

科学学科。如李平心认为，社会科学总论、社会科学
发达史、社会统计学构成一般社会科学，而特殊社会
科学则包括意识形态学及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
律学等［7］( P97—99)。1939 年，王明之等表示，社会科学
包括意识形态学及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学、
历史学六种［12］( P10)。以上是将意识形态学界定为研
究人们认知与思维方法的科学。其所言的这种意识
形态学又与哲学相当接近，只不过将其研究对象由哲

学的整体宇宙缩小为人们的认知与思维方法，而认识

论与思维方法则构成哲学的核心内容。此外，1937
年，曾加入中共、脱党后在上海暨南大学任教的胡伊
默分析，“人类的精神或意识形态的活动，是十分复杂
的。如像伦理观念、宗教信仰、世界观、文艺思潮，以
及各种科学思想”，而意识形态学就是对人类的精神
或意识形态活动进行综合研究，找出其与“社会基础”
的关系，分析各阶层人们意识形态的不同，寻找社会

意识形态的发展法则［13］( P22—23)。
显然，以美国分科为蓝本的学院派、国民党派论

者与马克思主义派论者在社会科学分科问题上的分

歧，反映出两者不同的学术论述倾向。前者强调社会
学的基础性，表明其社会科学理念以人们的心理与行

为等社会问题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 后者否认社会

学的独立性，强调哲学对社会科学的指导性，而其所

言哲学又以唯物辩证法为核心，表明其社会科学理念

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导向。

对社会现象中因果法则认知的多重变奏

民国学术界关于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认知好像

颇为同调，均认定社会现象中的因果法则是社会科学

的主要研究对象，亦即大多数论者受科学实证论影

响，均认定社会现象中存在因果法则。然而，表面上
的一致却隐藏着各派论者深刻的认知歧异，主要集中

于三点:社会现象中因果法则的存在范围如何? 相比

于自然现象，社会现象中的因果法则有何特点? 应该

运用何种方法认知社会现象中的因果法则?

民国学术界基于欧美科学实证论，认为社会科学

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现象，社会科学尤应研究社会现象

中的因果关系及其法则。并认定，这是社会科学之所
以成为科学的关键。例如，1928 年，郭任远分析社会
生活现象虽“千头万绪、非常之复杂”，但“也是为定
理及定律所决定的”，“社会科学就是研究社会生活的
种种现象而求出它们的定理及定律的各种科学的总

名”［2］( P73)。马克思主义论者从唯物论出发，强调社
会科学应重点研究社会现象的客观因果法则，亦即社

会现象的必然规律。1929 年，秦明指出: “对于社会
现象加以正确的观察或说明，并发见其法则而成为一

有系统之学说的，便是社会科学。”［14］( P9—12) 1936 年，
李平心亦认为社会科学的职能在于发现社会现象的

因果规律与本质，“社会科学主要的职务，是要从看起
来好像紊乱的社会现象当中找出一定的线索和秩序

出来，用术语来说，就是要发见社会现象发生、变动、
发展和消灭的因果规律和本质”［7］( P4—5)。显然，将社
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定位为探求社会现象中的因果关

系及法则，几乎已成为民国学术界的定论。
在社会科学科学性问题上，1923 年科玄论战争

论的焦点并不在社会现象是否存在因果法则，而在因

果法则在社会现象中的涵盖范围问题，即多大程度认

可社会现象中存在因果法则的问题。科学派强调社
会现象完全受因果法则支配自不待言，而玄学派仍有

条件地承认社会现象有因果法则可寻。张君劢所言
“精神科学”大致与社会科学类同。他声称:“科学之
中，亦分二项: 曰精神科学，曰物质科学。物质科学，
如物理、化学等; 精神科学，如政治学、生计学、心理
学、哲学之类。”并认为“精神科学”中的确存在客观
公律，“即以精神科学论，就一般现象而求其平均数，
则亦未尝无公例可求，故不失为客观的也”［10］( P4—5)。
但他又强调，“精神科学”中的公例有一个存在限度，
并举英国学者欧立克在《社会进步的哲学》中所言，社
会整体目标的确定、个人的行为趋向受制于“物理”、
“生物”、“心理”、“社会”、“精神”五种社会力，其中
“精神力”“决非科学所能研究”［10］( P29)。张君劢解
释，欧立克所言难以用科学进行研究的“精神力”，
“即我之所谓人生观也”［10］( P31)。显然，张君劢认为社
会现象仅部分内容存在“公例”，其中涉及的“人生
观”部分则无“公例”可寻。时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
编辑的范寿康通过将法则分为天然不变的“必然的法
则”、因人而异的“当然的法则”，限定了因果法则在
社会现象中的适用范围。他认为，“必然的法则”又称
“自然的法则”，“都是一定不变，我们不能用人力去
左右它们”。而“当然的法则”又称“规范”，“是可以
随人而异的”［10］( P9—10)。范寿康此论实际上将研究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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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规范或人们行为规则的学问从社会科学中剥离出

去。
相比于自然现象中的因果法则，社会现象中的因

果法则有何特点? 马克思主义论者与非马克思主义

论者对此问题的认知角度亦有极大差异。非马克思
主义论者从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和研究者的主观性方

面强调，社会现象中的因果法则的规律性比自然现象

弱且难以把握。1929年，倾向国民党政治理论的王诗
岩分析，自然现象规律性强，且可以在实验室中进行

实验和观察，而社会现象形成原因复杂，其规律性难

以把握，且无法在实验室中重现以供研究，同时社会

现象研究者的主观性较大，“他本身往往就是研究对
象的一分子。于是，个人的好恶偏见，概行发现，主观
成分决不能够扫除干净”［15］( P3)。1930 年，时任南京
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官兼编辑部主任的胡一

贯分析，一方面，社会现象的复杂会使研究者形成“错
误的推论”; 另一方面，研究者受时代环境和个人利益
的影响，会对社会现象作错误解释［16］( P22)。1932 年，
上海大夏大学社会学教授吴泽霖认为，社会科学的研

究对象往往与研究者有利害关系，导致研究者在评判

这些事实时抱有某种成见，同时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

比自然科学复杂，一个事实的产生往往源于多种原

因，观察分析不易透彻［17］( P4—5)。马克思主义论者则
强调，虽然社会现象存在人的意志和行为，但其中因

果法则的存在也是客观的。并认为，证明社会现象中
因果法则的存在是说明社会科学科学性的关键，而分

析社会现象中个人意志、行为与社会因果法则的关系
又是分析社会现象中是否存在因果法则的关键。他
们重点辩明，社会现象中的个人意志与行为与社会现

象存在因果法则并不矛盾。1924 年，瞿秋白分析，社
会现象中的个人意识不能超越社会因果规律的规范，

虽然“社会现象”中的人是“自动的、有意识的”，但社
会现象中的“有意作为”依然“遵循着客观的因果
律”［18］( P2—3)。1929年，分别以高希圣、郭真为笔名长
期在上海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的高尔松、高尔柏
指出，虽然社会法则由“人类”造成，“人类的思维及
行为”对其有很大影响，但“人类的思维及行为”最终
取决于社会法则［19］( P17—18)。1930 年，在上海从事左
翼文化领导工作的中共党员柯柏年认为，构成社会的

个人虽有各自的意志与行为，但其意志与行为要受社

会环境的限制，因而社会现象具有因果律，“我们知道
了社会中的人，并不是绝对自由的，而他们人底意志

是由社会环境决定的，故社会现象显然是有因果律可

寻求出来的”［20］( P10—11)。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
所所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王亚南于 1945 年出版的

《社会科学新论》中指明，社会现象中的个人意志与行
为都是社会环境的产物，“所有这些，都是人类的、社
会的、客观存在的”［21］( P14—15) ，必须符合人类社会的发

展规律。显然，马克思主义论者强调，人的意志与行
为最终要遵循社会因果法则。个人意志与行为构成
社会现象的最基本要素，与社会因果法则间的矛盾亦

最彰显，所以，马克思主义论者从个人意志与行为角

度解释社会现象中的因果法则问题，乃是对社会现象

中是否存在因果法则问题的较具关键意义的解释。
民国各派社会科学论者均认定，探究社会现象的

因果法则必须运用科学方法。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将
科学观念由自然科学泛化为具有普适性的东西后，将

科学方法由自然科学扩展到社会科学领域，成为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受科学实证观念影响的中国学术界

的共识。1923年，北京大学政治学教授张慰慈即注意
到，18 世纪以后，社会科学受到自然科学方法的影
响，许多人拿研究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
社会现象，“十九世纪欧洲各国竟成了一个创造社会
科学的时代”［22］( P20—21)。然而，马克思主义论者与非
马克思主义论者对于科学方法内涵的理解，却有相当

差异。诸非马克思主义论者强调，科学方法主要为归
纳法、演绎法等逻辑思维方法以及观察法、实验法、比
较法、统计法、历史法等实证研究方法。1928年，郭任
远提出，所谓归纳法就是“考察许许多多的自然现象
而寻出其中共通的条理，以立为原理或原型”，分为观
察法、实验法、统计法三种［2］( P76—77)。1929 年，孙寒冰
指出，社会科学研究应并用归纳法和演绎法，“普通的
人往往把演绎和归纳看作二种不相容的方法，以为用

了这种方法便不能用那种方法。这种见解是不对
的”［3］( P17)。1930 年，北平社会调查所所长陶孟和认
为，社会科学必须运用与自然科学一样的逻辑思维方

法。逻辑思维方法指“人的思想必须依一定的定则、
一定的逻辑的方式”，“凡分析事实，整理资料，引用证
据，推理结论”，均要依据一定的逻辑方法［23］。而马
克思主义论者则认为，用以探究社会现象因果法则的

科学方法，除上述一般研究方法外，尤应以唯物辩证

法为根本研究方法。1932年，陈豹隐分析，统计法、历
史法、比较法等“都不是一般社会科学研究上的根本
的研究方法”，都不能认知社会现象的“核心”，“那
末，什么才是它的根本的研究方法呢? 当然只有唯物

辩证法，只有那种能触着社会现象的核心，整个的把

握它，认识它的唯物辩证法”［8］( 《序》)。1933 年，冯和
法指出，类比法、演绎法、归纳法只属于“形式逻辑”方
法，只是“旧的社会科学”所用的研究方法，而“新的
社会科学”( 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 须运用唯物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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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4］( P53—54)。马克思主义论者在逻辑、实证研究方法
基础上，强调唯物辩证法对于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方

法论意义，表明他们与其他论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理

论体系差异。
显然，民国时期的社会科学界深受西方科学实证

论影响，科学实证风气盛行。这导致社会现象及其蕴
含的因果法则成为民国学术界在讨论社会科学科学

性问题时的共同话语。然而，各派论者对此种话语的
理解却存在相当歧异，甚至各说各话。在 1923 年科
玄论战中，科学派与玄学派对于因果法则在社会现象

中的涵盖范围曾产生巨大分歧;关于社会现象中因果

法则与自然现象中因果法则相比较所呈现出的特点，

马克思主义论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论者认知角度各有

不同;对于探究社会现象中因果法则的科学方法，非

马克思主义论者止于一般性科学实证方法，而马克思

主义派则强调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论意义。在此
种歧异背后，隐藏着各派论者社会科学理念的巨大差

异。

对社会科学社会实践性的不同诠释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始自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
晚清，至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呈现高潮局面。1932 年，
编辑《社会科学名著题解》的徐嗣同即由“国内各书
肆所出版的社会科学书籍的繁多”，注意到“近年来我
国社会科学的运动确实比自然科学的运动来得急速

而繁荣”［24］( 《序言》)。1933 年，曾任河南大学社会学教
授的简贯三亦注意到，中国处于“社会科学潮流高涨
的时期”，“五卅运动以来，中国一般青年受社会科学
潮流的激荡，自然对社会科学有浓厚的研究兴

趣”［25］( P1)。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
兴盛，虽系中西社会与学术等多种因素交织促成的结

果，但中国社会变革对社会科学研究的社会需求则为

其要因。中国社会始于 19世纪中叶由古代向现代的
巨大转型，尤其民国时期包括革命与改良在内的剧烈

变革，需要某种新型的社会科学理论及社会认知模式

从多方面对其进行解释，既对此前的中国社会进行重

新认识，又对现实中国社会进行新的诠释，还需对中

国社会发展前景进行预测及规划。1934年，陈端志注
意到，在中国各种意识形态相激荡的形势下，社会科

学几乎成为各类人士的“救世法宝”和“精神武器”，
“社会科学可以［成为］指导人们思想与行动的战斗
的精神武器，在另一方面，亦可以［成为］麻醉人们思

想与行动的僵化的无形药剂”［26］( P1—2)。中国社会变
革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巨大需求，又反过来促使各派论

者进一步认知到社会科学研究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

强烈社会实践性。
社会科学具有社会实践性，几成各派论者的共

识。与国共两党政治较少瓜葛的学院派论者肯定社
会科学对于中国社会变革的指导意义。1933 年 12
月，山西大学社会科学研究社创办的《社会科学季刊
·发刊词》称，社会科学研究可以分析中国社会现象，
并有计划地改革中国社会，“惟吾人既经从事于社会
科学之研究，则社会科学之任务，即吾人自身之任务，

吾人不能放弃此艰巨之任务，故对于研究讨论，罔敢

或懈”［27］。国民党阵营论者同样强调社会科学的功
能在于为国人提供改造中国社会的门径。1928年，由
国民党理论工作者组织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创办

《社会科学杂志》，杨幼炯在《发刊辞》中指出，“我们
要求彻底的探求中国社会混乱之源，求根本解决的具

体方针，就不得不有赖于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社
会科学在今日，实是我民族求生出死的一种指路

针”［28］。马克思主义论者进而强调，社会科学应成为
改造中国社会的重要武器。1932年，具有中共背景的
北平科学研究会编印的《新兴社会科学研究大纲》称，
社会科学的任务“不仅在说明社会，还要变革社会”。
无产阶级社会科学具有“实践性”，“因为它是由实践
而来，同时又要变成实践的”［29］( P6—7)

然而，学院派、国民党派、马克思主义派论者对于
社会科学社会实践性具体内涵的认知，却各异其趣。
学院派论者将社会科学的社会实践性理解为以社会

科学基本理论研究中国现实社会问题。1938年秋，尚
在北平( 今北京) 的燕京大学法学院开设《社会科学
概论》课程，将原分别讲授的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
三门课程合并为一。与袁贤能、顾敦钅柔合作选编《社
会科学概论选读》的燕京大学社会学教授赵承信称，
此课目的既要系统介绍有关“社会”的学说和方法，又
要以现阶段的中国为立足点，“我们要介绍西方的学
说和方法，其目的亦正在于了解动变中现阶段的中

国。所以，在空间上，我们的对象是中国，在时间上则
限于现阶段”［30］( 《序》)。国民党派论者则将为国民党
领导的国家建设事业提供理论依据视作社会科学研

究的重要目的。杨幼炯即强调，《社会科学杂志》的创
办目的除学术方面外，还在于“欲在这种国民革命高
涨的时候，贡献一些可以作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理

论，作为从事实际运动同志们的一种理论的基

础”［28］。1932年，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主持编撰了一
套社会科学基础丛书。是年，历任中央大学、暨南大
学教授的法政学家章渊若在该丛书序言中表示，在

1928年国民党实现国家统一后，中国正面临“改造建
设之良机”，需要对于政治制度和组织有适当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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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精审的规划，并使人民有“健全之智识”，“俾今后
政治社会之进展，能与人民程度之进步，并驾齐驱”。
此 皆 编 撰 社 会 科 学 基 础 丛 书 之 目

的［1］( 《社会科学基础丛书序》)。马克思主义论者则将社会科
学的社会实践性理解为对中国革命斗争的理论指导

性。1934年，曾与李公朴创建上海基督教青年会读书
会的左翼知识分子柳辰夫指出，学习社会科学是为了

求得人民的解放，“我们的自学社会科学是为了解决
我们 的 问 题，解 放 我 们 自 己，解 放 全 体 大

众”［31］( P31—32)。由此，马克思主义论者系统构建起革
命式社会科学论述体系，而社会科学的阶级性则是此

种社会科学论述体系的核心理念。1929 年，高尔松、
高尔柏即强调，支配阶级与被支配阶级各有自己的利

益，“支配阶级所最最关心的是在维护、延长、稳固并
开展资本的支配。被支配阶级所最最努力的是在破
坏资本主义的秩序，确保劳动阶级的支配，以及根本

的改造全世界”，所以，“支配阶级有支配阶级的社会
科学，被支配阶级有被支配阶级的社会科学”［19］( P23)。
1930年，时任上海光华书局编辑的中共党员顾凤城也
申明，任何一个阶级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与地位，

都要建立自己的社会科学，因而“社会科学是有阶级
性的”［32］( P17—18)。
由各派论者对社会科学社会实践性不同理解来

看，马克思主义革命式社会科学理论与其他社会科学

理论间的对立似乎最为凸显。马克思主义论者对学
院派和国民党派理论持坚决批判态度。1934年，柳辰
夫提醒大家，在目前的“社会科学分野”中充满着“有
产者”散布的“毒素”，“我们自学社会科学，必得运用
我们的鉴别力，去选择我们的食粮”［31］( P23)。1936 年，
李平心告诫世人，目前中国学校所采用的社会科学课

本“多数是那些不负责的学者所编的，他们大多数是
把极荒谬的理论塞进课本里去”，同时中国目前所谓
学术“名流们”“大多数只能贩运一些最低劣的货色
给大家，对于正确的社会科学学说反而表示讨

厌”［7］( P23—24)。其所言“正确的社会科学学说”显指马
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王亚南于 1945 年出版的《社会
科学新论》则强烈指责欧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理论。
他表示，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科学论坛，已经在
为一些乌烟瘴气的思想和见解所笼罩”，并向落后国
家输入这些“假科学、真玄学”，“通过教会及其所设
立的学校，通过各种顾问，通过讲学的学者，传播有利

于它们而不利于落后民族思想解放的学说”［21］( P19)。
中国从西方输入的“社会意识形态”属于“末期的、一
味掩饰现实或歪曲现实的东西”［21］( P37—38)。马克思主
义论者对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反映出 20 世纪

20年代末 30年代初被时人称作“新兴社会科学”或
“新社会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研究之日益兴
盛。
显然，在民国时期，各派论者均承认社会科学研

究具有相当的社会实践性，因身处中国社会受西方冲

击而形成的剧烈社会转型之中，深切感到社会科学理

论对中国社会转型的指导意义。不过，各派论者因各
自政治立场的不同，对于社会科学社会实践性的理解

又有相当差异。学院派论者希望通过自己的学术研
究为中国社会发展与改革提供理论帮助; 国民党派论

者则希望将自己的社会科学理论应用于国民党领导

的中国社会改造，为国民党“建国”事业提供理论借
鉴;马克思主义论者则期望通过社会科学的研究与宣

传，推动中国的民主革命进程，创建新中国。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随着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

兴起，学术界逐渐构建起相对系统的社会科学话语体

系。此种话语体系有其一致之处: 均借鉴西方学术分
科理论，试图以社会现象的不同方面对社会科学进行

学科划分;均受近代科学实证论影响，肯定社会科学

的科学性，将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确定为社会现象中

的因果法则;均肯定社会科学具有指导中国社会转型

的社会实践性。然而，此种似乎一致的话语体系却隐
藏着相当大的具体理念差异。在学科划分问题上，学
院派与国民党派论者以欧美学术为样板，强调社会学

的基础性，而马克思主义派论者则否认社会学的独立

性，强调以唯物辩证法为核心内容的哲学对其他各门

社会科学的理论指导地位。各派论者对社会现象中
因果法则的存在范围、与自然现象中因果法则相比较
所呈现出的特点、基本认知方法等问题的分析，更存
在多重意见分歧。同时，大家对于社会科学社会实践
性的认知，更各异其趣。诸种社会科学理念的相异，
反衬出民国时期学院派、国民党派、马克思主义派三
种社会科学流派分立，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派与诸非马

克思主义派社会科学理论对立的大致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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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paration and Combination between Discourses and Ideas:
the Multiple Divergences of Social Scientific Paradigms during Ｒepublic of China

YAN Shu － qin
(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Tianjin 300387，China)

Abstract: The period of Ｒepublic of China is the key period in which the Chinese social scientific para-
digms formed． The academia has constructed completely the research paradigms which include the social
scientific basic concepts，subject division，research objects，research methods，research purpose，etc．
However，there is the status that the concrete ideas separate from the academic discourses in the social sci-
entific paradigms constructed by the academia of Ｒepublic of China．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academic i-
deas of the various academic schools behind the coincident discourses of subject division． The scholars，
who were influenced by the scientific positivism，all considered the cause and effect principles as the re-
search objects of social science，however，the scholars of different schools comprehended the cause and
effect principles from different angles． The scholars all thought that the social science has social practical-
ness，but the scholars of different schools considered that the connotations of this practicalness are diverse．
These dissimilar academic ideas reflect that the segregation of three social scientific schools，such as acade-
mism，Kuomintang and Marxism．
Key Words: Period of Ｒepublic of China; Social science; Paradigms; Multiple Diverg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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